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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有的外来人口生活质量研究关注客观维度较多而对主观维度研究较少。主观
生活质量可以分解为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和社会反馈意愿三个方面，利用深圳社会质量调
查数据，能够分析出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对其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收入、社会保险、住房
质量是外来人口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预测变量；参与娱乐性和信仰性社会团体有助于提升其
主观生活质量；心理融入对主观生活质量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应该以包容性社会发
展为理念，减轻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包容。通过“包容性社会政策”的建构，推动外来人口
全面融入城市社会以提升其生活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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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战略目标的
提出，能否提高“人”的生活品质成为检验城镇
化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因此，在新型城镇化背
景下展开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研究很有必要。已
有研究中对外来人口生活质量客观维度的关注较
多，对其自身生活状况感受主观维度较少；而对
外来人口生活质量影响因素的探讨也主要集中在
人口学变量和社会经济特征变量上。但研究表明，
这类变量并不能用来准确推断出个体对生活的满
意程度。 〔1〕 有鉴于此，本文拟分析社会融入对外
来人口主观生活质量的影响。社会融入是外来人
口适应城市社会的必然经历，由于主客观因素的
综合作用，该群体内部在社会融入方面呈现出分
化状态， 〔2〕 那么外来人口城市融入的不同状况是
否会对其生活质量产生影响？本文利用2011年深
圳市社会质量调查数据，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和
主观生活质量的关系进行探索性研究。
一、生活质量的概念起源及研究取向
“生活质量”最早由美国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
于1958年在《富裕社会》一书中提出，指的是人
们在生活舒适、便利程度及精神方面得到的享受
和乐趣。他指出，尽管美国社会物质生活水平很
高，但社会矛盾仍然丛生，因此需要反思如何看
待生活水平。西方学者对生活质量的研究兴趣与
1960年代兴起的“社会指标”运动密切相关，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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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发生的社会背景与生活质量研究相似，即如
何在经济快速发展、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条件下，
正确评估人类社会的真实存在状况。社会指标的
研究内容包括两大类，一是反映人类生活状况和
环境的客观指标，如人均GDP、识字率、人均寿
命等；二是反映人们对自身生活状况感受的主观
指标，即生活质量。 〔3〕 所以西方生活质量关注的
是社会指标主观方面的内容，这也是国际学术界
生活质量研究的侧重点。
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情形不同，我国的生活
质量研究更为强调客观维度，关注的是如何客观
地反映社会发展程度与人民的生活水平，无论政
府部门的工作人员还是科研机构的学者，提出的
生活质量指标体系都以客观指标为主。 〔4〕 近年来
也有学者认识到研究主观生活质量的重要性，关
于主观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的相关研究也在增加。
当前国内学术界对生活质量概念的理解可以概括
为三种：一是将其视为对人们客观生活条件的综
合反映；二是人们对各种生活条件的主观感受，
也即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及总体满意度；三是
持一种综合的观点，认为生活质量是由客观生活
条件及人们的主观感受共同构成。一般认为，“主
观感受说”不符合我国实际，“客观状态说”相对
优于前者但仍有失偏颇，“主客观综合说”则比较
公允。但有学者指出，这种公允是表面的，因为
主观指标的价值被定位在对客观指标的补充上，
所以本质上仍然是“理性化发展观”的反映。 〔5〕
事实上，生活质量的主观方面不仅是重要的，而
且是不可或缺的；主观生活质量把个体的全面发
展和福祉提升作为根本目标，体现了社会对人的
终极关怀，堪称“以人为本”的生活质量研究，
因而研究主观生活质量无论在学术层面还是在实
践层面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一）我国外来人口生活质量研究
国内对生活质量客观维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
以农民工为主体的外来人口上。目前外来人口生
活质量的实证研究可以分为三大类：一是对生活
质量各维度进行描述性分析。如常韬等人从生活
与教育、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活质量满意状况等
方面描述了城市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现状； 〔6〕
二是采用因子分析等方法建构外来人口生活质量
指数。例如，国家统计局课题组构建的农民工生
活质量指数包括收入和消费、住房、健康和就医、
劳动时间、社会保障以及权益保护六个方面，据
此测得全国农民工平均生活质量指数为0.532，即
相当于城镇居民平均水平的一半左右； 〔7〕 也有
学者从就业状况、权益保护、社会保障、物质生
活、健康生活、精神生活六个方面测量了农民工
的生活质量，测量结果与前者基本相同。 〔8〕 三
是使用定量方法探讨外来人口生活质量影响因素。
研究发现，性别、婚姻、教育程度、技能培训、
行业、地域等人口学变量，劳动权益、劳动条件、
社会保障等工作条件变量，以及社会支持、组织
公平感等社会和心理学变量都对外来人口的生活
质量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 〔9〕 除此之外，近年来
还出现少量对外来人口主观生活质量的研究，但
基本上都将主观生活质量等同于生活满意度。 〔10〕
梳理现有文献发现：首先，过分偏重于对客
观维度的分析，虽然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家庭、
教育、医疗等多个方面，但这实际上属于“社会
指标”研究范畴或取向，反映的是一个社会整体
的发展程度，缺少针对外来人口主观生活质量的
专门研究；其次，主观生活质量又被简化为生活
满意度，但生活满意度只是主观生活质量的一个
重要维度，并不能展现主观生活质量的全部内涵。
因此，本文拟对外来人口的主观生活质量状况进行
深入研究。
参照林南等人的方法 〔11〕，本文将外来人口的
主观生活质量定义为：城市外来人口对于生活及
其各个方面的评价和总结，生活满意度、精神健
康状况和社会反馈性行为是其主要评价指标。生
活满意度是主观生活质量的核心指标，主要测试
的是个体对于经济状况、居住环境、家庭关系、
教育程度、健康水平等生活领域的满意程度，反
映的是人们在认知层面上对生活状态的评价；精
神健康测量的是个体在情感层次上对生活的主观
判断，反映的是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社会反馈性
行为是个体对社会的一种善意表达行为，是一种
亲社会的行为表现，该指标可以从行动上反映个
体的生活状况。以往的生活质量研究较少从行为
评价层次上展开分析，但个体对社会的反馈行为
是其对生活持肯定或否定态度的重要标志，显示
了个体所处的社会环境是否足以激发其社会责任
感，对主观生活质量的测量应该包含社会反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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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参照经济学家对于慈善的定义，本文将
“社会反馈性行为”界定如下：个体如果将时间、
金钱与物品捐献给没有利益关系的人和组织，那
么这种行为就被称为“社会反馈性行为”。考虑到
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各阶层人士的个人捐赠比
例普遍不高，因此本研究用“社会反馈意愿”，即
做出反馈性行为的意愿，来代替林南等人文章中
测量实际行为的“社会反馈性行为”指标 〔12〕，以
提高指标辨别力。上述三个指标涵盖认知、情感
及行为意愿三个维度，可以较为全面地反映个体
的主观生活质量。
（二）社会融入视阈下对外来人口主观生活质
量的三个假设
假设1：城市外来人口的经济融入程度越高，
其主观生活质量越好。城市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
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反映的是外来人口在流入
地确立经济地位，适应城市社会规范，获取市民
身份、享受市民待遇，最终在城市过上舒适生活
的动态过程。 〔13〕 虽然学界在社会融入的具体定
义上尚存在一定分歧，但基本都认可经济融入、
社会融入、文化或心理融入是其核心维度， 〔14〕
相关实证研究也主要是围绕着这几个方面展开。
在以往的研究中，社会融入一般被视为因变量，
而笔者则将社会融入视为自变量，探讨外来人口
在经济、社会和心理等方面的融入程度对其主观
生活质量产生何种影响。
经济融入衡量的是外来人口在劳动力市场、
经济收入、社会福利、居住环境、消费模式等方
面以流入地居民为参照对象的融入情况，其中就
业和住房是核心指标。经济层面的适应是外来人
口在城市生活的基础，只有拥有相对稳定的工作
和住所，才能继续在城市生存发展。虽然直接探
讨经济融入对主观生活质量影响的研究成果较少，
但间接研究发现，月平均收入和居住类型会显著
影响外来人口的生活满意度； 〔15〕 城市外来人口
的工作条件和居住条件越好，其情绪和身体健康
状况越好， 〔16〕 而不利的居住环境则对外来人口
的身心健康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 〔17〕 职业和收
入水平对城乡居民的特殊捐赠行为和日常捐赠行
为也有显著影响。 〔18〕 而生活满意度、精神健康
和社会反馈性行为意愿正是本文衡量生活质量的
核心维度，因此，本文提出假设1。
假设2：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程度越高，其
主观生活质量就越好。社会融入主要指外来人口
在行为方式、社会交往和日常生活方式等方面对
城市生活的适应，是外来人口完成经济适应之后
在城市生活的进一步目标，反映了其融入城市生
活的广度。已有研究发现，外来人口得到的社会
支持越多，生活满意度越高； 〔19〕 社会网络的规
模、紧密度和异质性对精神健康有显著影响 〔20〕，
移民的社会网络能够通过提供情感性和功能性支
持来帮助移民适应压力，并减少不良精神状态出
现的可能性； 〔21〕 个体社会资本存量对捐赠行为
有较强的正向影响，且不同类型社会资本发挥作
用的方式也不相同。 〔22〕 而外来人口在行为方式、
社会交往等方面越是向城市主流群体靠拢，得到
的社会支持就会越多，感受到的社会歧视和社会
排斥则会越少，这有助于其对生活状况产生较为
积极的评价。有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设2。
假设3：城市外来人口心理融入程度越高，其
主观生活质量就越好。心理融入指的是外来人口
在心理上对流入地文化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等的
认同和接纳，衡量的是外来人口融入城市生活的
深度，是一种难度更大的社会融入类型，其结果
可以通过对本地身份的认同来测量。研究表明，
外来人口虽然在城市生活和工作多年，但仍然对
城市缺乏归属感，“过客心态”明显。 〔23〕 一个人
只有认同自己是城市大家庭的一员，愿意设身处
地为他人着想，识别并体验他人的情绪、情感及
需要，才能关心其他群体的利益，而移情正是利
他行为产生的重要动机和源泉。 〔24〕 只有外来人
口认同自己的当地人身份，对于所在城市产生了
归属感，才更容易对其工作和生活产生积极评价。
据此，本文提出假设3。
二、数据使用与变量测量
（一）数据来源及样本概况
本文使用徐延辉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
金重点项目“社会质量视角下的社会建设研究”
中深圳市的调查数据，该调查于2011年7—10日
在深圳展开，调查对象为在深圳居住和工作一年
以上的常住人口，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抽样方法
进行，共获得有效问卷1010份，其中适合本研究
的外来人口，即户籍在深圳市以外、并在深圳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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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生活一年以上的常住人口，问卷共556份。
在556位调查对象中，男性占47.2%，女性占
52.8%；年龄均值为33岁；来自外地农村的人口
占43.2%，外地城市的人口占56.8%；平均受教育
年限 13.9年；婚姻状态为已婚的占 55.6%，为未
婚的占43.0%，为离婚和丧偶的占1.4%。
（二）变量测量
1. 因变量：主观生活质量
生活满意度。对生活满意度的测量方法是询
问调查对象对自身教育程度、工作、居住环境、
家庭关系、健康状况、社交生活、家庭经济状况7
个方面生活领域的满意程度，选项为 1—10 分，
“1”代表非常不满意，“10”代表非常满意，将调
查对象在各个项目上的得分加总后得到生活满意
度的综合指标，最大值为70分，最小值为7分。
精神健康。对精神健康的测量是以量表形式
实现的，在问卷中我们询问调查对象是否同意以
下判断：（1）我对未来持积极乐观态度；（2）我的
现实生活与我期望不远；（3）为了生存我不得不去
做一些违心的事；（4）我觉得被社会遗弃；（5）现
今生活变得复杂我觉得迷失方向；（6）我所做的事
情常常不被人认可；（7）许多人看不起我。答案选
项有5个，“非常同意”=1，“比较同意”=2，“一般”
=3，“不太同意”=4，“完全不同意”=5，由于（1）
（2）是积极陈述，与其余几条陈述有所不同，所
以我们对（1）（2）的答案选项进行反向编码（即
“1”=非常不同意，“5”=完全同意），然后将7个
项目上的得分加总，形成得分在 7—35 分之间的
衡量精神健康的综合指标，分值越高，精神健康
状况越好。
社会反馈意愿。我们将社会反馈意愿操作化
为捐赠意愿，问卷中的具体问题为：如果需要您
贡献出收入的10%去支持一项帮助失业者或者贫
困者的项目，您是否乐意参加？答案分为“非常
不乐意”“不乐意”“看情况”“乐意”和“非常乐
意”。将“非常不乐意”“不乐意”和“看情况”合
并为“无捐赠意愿”；赋值为“0”，“乐意”和“非
常乐意”合并为“有捐赠意愿”，赋值为1。之所
以将前三类统一归为无捐赠意愿，是因为该题目
测量的只是做出捐赠行为的意向而非实际发生的
捐赠行为，根据经验，人们对自己做好事的意愿
可能存在着偏高估值。
2. 自变量：社会融入
从经济、社会和心理三个维度测量外来人口
的社会融入状况。
经济融入。经济融入的测量主要从就业质量
和住房质量两个方面展开。在对就业质量的测量
上，主要询问收入状况、社会保险状况以及参与
技能培训状况。收入状况是直接询问被访者月收
入，然后计算其与深圳市2011年在岗职工月平均
工资的比值；社会保险参与状况通过询问调查对
象是否参与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失
业保险来测量，“参与”记为1，“未参与”记为0，
将得分相加，分值越高，社会保险参与状况越好；
技能培训状况通过直接询问调查对象“在过去一
年中是否参加过职业培训”得到，答案分为“是”
和“否”；在对住房质量的测量上，询问调查对象
的住所是否存在以下问题：住房拥挤、环境差、
周边基础设施少、交通不方便、危房、房租贵，
在每个方面存在问题记为 1，不存在问题记为 0，
然后将各项加总，形成一个得分介于0—6之间的
衡量住房质量的反向指标，分值越高，代表住房
质量越差。
社会融入。我们将社会融入操作化为对各类
社会团体的参与程度。在问卷中询问调查对象对
体育与娱乐团体、艺术团体、工会、政党、职业
协会、与学校有关团体、宗教团体以及宗族组织
等8类社会团体的参与程度，“从未参加”记1分，
“偶尔参加”记2分，“经常参加”记3分，然后进
行因子分析，经过最大方差法旋转后得到 3 个因
子。如表 1 所示，KMO 值为 0.704，Bartlett 球度
检验p<0.001，Cronbach’sα系数为0.731。根据包
含项目的特征，将三个因子分别命名为娱乐性社
团参与因子、政治性社团参与因子和信仰性社团
参与因子。
心理融入。本文将心理融入转化为对深圳人
身份的认同程度。在问卷中直接询问调查对象作
为深圳人是否感到自豪，答案分为“很不自豪”、
“不自豪”“无所谓”“比较自豪”和“非常自豪”，
将“很不自豪”“不自豪”和“无所谓”合并，代
表对深圳人身份不认同，赋值0；将“比较自豪”
和“非常自豪”合并，表示对深圳人身份具有认
同感，赋值1，由此形成一个代表心理融入的二分
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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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控制变量
已有研究表明，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
婚姻状况都会对外来人口的生活质量产生一定影
响，因此，本文将这些个体变量都列为控制变量；
同时，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被认为是造成农民工
在就业、医疗、住房、社会保险、子女教育等方
面未能享受到与流入地居民同等待遇的制度根源，
所以，本文将调查对象来源地作为控制变量，考
察户籍制度的影响是否依然显著，所使用的自变
量和因变量的基本情况见表2。
表 1 社团参与因子（主成分因子分析）
娱乐性社团参与因子
0.893
0.850
0.506
0.086
0.086
0.245
0.095
0.079
1.867
22.340%
项目（参与频率）
体育或娱乐团体
艺术、教育或文化团体
与学校有关的团体（如校友会等）
工会
政党
职业协会
宗教团体
宗族组织
特征值
解释方差
政治性社团参与因子
0.056
0.182
0.398
0.695
0.752
0.680
-0.113
0.213
1.764
22.044%
共量
0.804
0.777
0.417
0.491
0.574
0.546
0.724
0.707
5.039
62.987%
信仰性社团参与因子
0.048
0.143
0.051
0.007
-0.029
0.157
0.838
0.809
1.408
17.602%
表 2 自变量和因变量基本情况
指标
生活满意度
精神状况自评
捐赠意愿（%）
相对收入
技能培训（%）
参加社会保险（%）
住房质量
娱乐性社团参与
政治性社团参与
宗教性社团参与
身份认同（%）
变量
因变量
生活满意度
精神健康
社会反馈
自变量
经济融入
社会融入
心理融入
N
518
536
542
502
539
552
549
532
532
532
514
指标
累加得分，均值41.63，标准差12.78，最大值70，最小值7
累加得分，均值25.53，标准差4.63，最大值35，最小值11
愿意：33.9，不愿意：66.1
平均值0.65，标准差0.57，最大值7.83，最小值0
过去一年参加过：37.7，未参加：62.3
4种：24.5；3种：15.2；2种：20.3；1种，19.9；无：20.1
累加得分，均值1.53，标准差1.23，最大值6，最小值0
因子值，最大值2.89，最小值-2.15
因子值，最大值4.69，最小值-1.49
因子值，最大值5.90，最小值-1.31
感到自豪：29.8，不自豪：70.2
三、外来人口主观生活质量的量化分析
（一）外来人口生活质量现状
生活满意度。外来人口生活满意度的平均得
分为 41.63 分，其中得分在 42 分 （总分的 60%）
以下的占53.1%。就7个具体维度而言，得分最高
的是对家庭关系的满意度，均值为7.56分，接下
来依次是健康状况（7.22）、社交生活（6.40）、工
作 （5.22）、教育程度 （5.11）、家庭经济状况
（5.07），而得分最低的是对居住环境的满意度，均
值为4.83分。从均值分布大致可以看出，外来人
口对于情感联结取向的满意度得分都在6分以上，
而对那些社会用来作为评判个人成功与否的常用
标准，如收入、工作、住房的维度则不太满意，
得分都在6分以下。
精神健康。外来人口的自评精神健康状况总
体良好。精神健康维度的平均得分是25.53分，其
中得分在 21 分 （总分的 60%） 以上的样本占
81%，即超过八成的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得分处于
及格线以上。调查对象在7个具体项目上的平均
得分接近，最高值是“对未来持积极乐观态度”，
得分在4分以上，其余项目都在3—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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捐赠意愿。外来人口在捐赠意愿方面表现的
不太积极，有66.1%的调查对象并不愿意拿出收入
的10%来帮助有困难的人，约等于愿意捐赠人数
的2倍。与慈善事业发展相对完善的西方国家相
比，我国居民的慈善捐赠意愿并不强烈，个人捐
赠占总捐赠额和GDP的比重较低，但外来人口作
为城市中的弱势群体，其捐赠意愿不高也在情理
之中。
（二）城市社会融入与外来人口的主观生活质
量
为了进一步探明外来人口的社会融入与其主
观生活质量的关系，本文分别以主观生活质量的3
个指标为因变量，社会融入的3个指标为自变量，
同时纳入控制变量建立回归方程，得到模型1—6。
根据因变量的属性，模型1—4是采用多元线性回
归方法，模型5和模型6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方
法，具体情况见表3。总体而言，外来人口的社会
融入状况对主观生活质量各维度具有较强的解释
力，根据调整后的R2变化情况可知，城市社会融
入各维度变量能够解释外来人口生活满意度10.7%
的方差，能解释精神健康5.7%的方差，对于捐赠
意愿也有较强的解释力。
1. 城市社会融入与生活满意度
模型2表明，在经济融入的 4 个指标中，社
会保险的参与情况和住房质量对于外来人口的生
活满意度具有显著影响。拥有养老、医疗、工伤、
失业等保险项目越多的人，其生活满意度越高，
这和李丹等人的研究结果一致。 〔25〕 住房问题越
多的人，其对生活各方面的满意度越低。在社会
融入的3个因子当中，娱乐性社团参与因子对于
外来人口的生活满意度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影响。
体育、艺术、音乐等各类娱乐性社团属于典型的
普特南意义上的横向社会网络，外来人口参与到
此类团体，不仅能够和志趣相投的人展开密切互
动、丰富业余生活，还可以扩展信息获取渠道，
得到就业、住房等重要信息，其原有的异质性低、
规模小、紧密度高的社会网络得以扩展，有助于
对生活产生积极评价。心理融入是影响外来人口
生活满意度的重要变量，越是对深圳人身份感到
自豪的外来人口越倾向于对生活各方面更为满意，
尽管收入差异是吸引外来人口进入流入地城市的
首要拉力，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外来人口渴望定居
城市，心理上的融入愈发重要。
2. 城市社会融入与精神健康
模型4表明，除技能培训之外，经济融入的
三个指标对于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均有显著影响。
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在岗职工的平均收入水平越
高，越可能对自身能力及未来的发展持积极乐观
的态度，自评精神健康就越好。同时，获得社会
保险越多者，其精神健康水平越高。已有研究表
明，工厂提供的福利水平显著影响外来人口的精
神健康，获得社会保险越多，外来人口精神状况
越好， 〔26〕 本研究支持这一论断。住房质量是影
响精神健康的重要因素，外来人口住房越少，越
容易导致拥挤、环境差、周边设施少等问题，越
有可能在精神状态上保持积极向上。在社会融入
中，娱乐性社团参与对于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有
正向影响作用，通过参与此类社团，外来人口获
得社会支持的来源更为多样化，而社会支持和社
会交往正是影响外来人口精神健康的重要因
素。 〔27〕 心理融入对于精神健康同样具有显著的
正向影响，作为社会融入的最高阶段，心理融入
是最难达到的，这意味着外来人口在经历了种种
制度性排斥、社会排斥、文化排斥之后最终认同
流入地的文化，这一文化认同会促使外来人口产
生并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
3. 城市社会融入与捐赠意愿
模型6表明，在对捐赠意愿的影响上，经济
融入的4个指标中，只有相对收入的影响是显著
的，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居民的收入越高，将其
收入10%用于帮助有需要的人的意愿就越强。以
往研究发现，收入水平是我国城乡居民捐赠意愿
和捐赠行为的有力预测变量 〔28〕，外来人口流入异
地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提高经济收入，因此在做
出捐赠决定时，经济因素的考量势必会占有重要
位置。除了参与娱乐性社团之外，较频繁参与信
仰性社团的外来人口具有捐赠意愿的发生比更高，
这和学界关于宗教信仰对慈善捐赠行为影响的结
论一致。 〔29〕 身份认同也能有效地激发外来人口
产生捐赠意愿，那些对深圳人身份感到自豪的外
来人口的捐赠意愿发生比是不认同深圳人身份者
的3.25倍。
此外，控制变量对外来人口的主观生活质量
也有一定程度的影响。在性别方面，男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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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P≤ 0.1，**P≤ 0.05，***P≤ 0.01，****P≤ 0.001。
参考类别：a，女性；b，已婚；c，外地农村人；d，对深圳人身份不感到自豪。
表 3 城市外来人口社会融入与主观生活质量（括号内为标准误）
模型2
0.133
（1.151）
-0.186**
（0.076）
0.611**
（0.262）
-3.583**
（1.412）
12.904***
（4.313）
-0.416
（1.197）
1.911
（1.291）
1.036**
（1.437）
-1.428
（1.201）
-1.802****
（0.467）
1.914***
（0.598）
-0.085
（0.604）
-0.137
（0.546）
3.801***
（1.274）
53.918****
（7.000）
7.595
0.221
0.192
自变量
控制变量
性别a
年龄
教育程度
婚姻状态b
未婚
离婚或丧偶
户籍所在地c
社会融入
经济融入
相对收入
社会保险
技能培训
住房质量
社会融入
娱乐性社团
参与
政治性社团
参与
信仰性社团
参与
心理融入
身份认同d
常数项
F值
R2
调整后的R2
-2Loglikelihood
Chi
Cox&SnellR2
模型3
-0.780*
（0.417）
0.088****
（0.025）
0.156*
（0.083）
-0.560
（0.520）
0.351
（1.664）
0.332
（0.450）
.
21.328****
（2.380）
5.531
0.065
0.053
模型6
0.061
（0.236）
-0.029*
（0.015）
0.033
0.054
-0.197
（0.285）
1.593
（0.973）
0.182
（0.245）
0.475*
（0.265）
-0.019
（0.089）
-0.145
（0.243）
0.041
（0.094）
0.222*
（0.121）
0.183
（0.119）
0.323***
（0.113）
1.180****
（0.251）
0.914
（1.488）
468.460
64.280
0.145
模型4
-0.948**
（0.466）
0.049*
（0.029）
-0.049
（0.105）
-0.737
（0.570）
-0.014
（1.764）
-0.184**
（0.494）
1.266**
（0.520）
0.374**
（0.175）
-0.327
（0.487）
-0.481**
（0.185）
0.479**
（0.241）
0.057
（0.245）
0.174
（0.223）
1.157**
（0.515）
24.627****
（2.803）
4.521
0.141
0.110
模型1
-0.308
（1.085）
0.007
（0.068）
1.191****
（0.213）
-2.434*
（1.346）
11.254***
（4.272）
0.893
（1.157）
37.183****
（6.216）
8.268
0.097
0.085
模型5
0.231
（0.194）
-0.019
（0.012）
-0.041
（0.039）
-0.113
（0.240）
1.576**
（0.775）
0.245
（0.207）
0.727
（1.123）
618.298
11.259
0.022
生活满意度 精神健康 捐赠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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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状况差于女性，如模型4所示，在控制其他
变量的情况下，男性的精神健康自评得分比女性
少0.95分；年龄对主观生活质量的3个维度都有
影响，年龄越大的外来人口，其生活满意度得分
越低，捐赠意愿也更低，但其精神健康状况却更
好；教育程度会显著影响外来人口的生活满意度，
表现为教育程度越高，生活满意度越高，同样，
教育程度也对精神健康具有正向影响，如模型 3
所示，外来人口每多接受1年教育，其精神健康
得分就会高0.16分，但在引入社会融入各个变量
后，教育程度对精神健康的影响作用消失了；婚
姻状态方面，与已婚者相比，未婚者的生活满意
度更低，这与焦亚波等人的研究结论一致 〔30〕，而
离婚或丧偶者的生活满意度和捐赠意愿都更高，
这与我们的经验不太相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离
婚或丧偶的外来人口占样本的比重过小（1.4%），
导致结果出现偏误；外来人口的户口性质对主观
生活质量的影响主要表现在精神健康维度，来自
外地城市者的精神健康状况差于来自外地农村者。
四、结论与讨论
以往有关外来人口的研究多将社会融入作为
因变量，探讨制度因素、社会因素以及个体因素
等客观因素对外来人口社会融入程度的影响，本
文则将社会融入视为能够影响外来人口主观生活
质量的自变量，分析它的3个核心维度对于生活
质量不同程度的影响方式。上述数据分析表明，
城市外来人口的主观生活质量总体不佳。在主观
生活质量的3个评价维度中，生活满意度水平不
高，超过一半的外来人口生活满意度得分在及格
以下；2/3的外来人口不愿意通过捐赠行为来反馈
社会；相对而言，外来人口的精神健康状况较好，
八成以上的调查对象精神健康得分超过及格线。
可见，外来人口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水平是主观
生活质量的重要预测变量，三个研究假设基本上
都得到了数据支持。外来人口相对于本地居民的
收入越高，精神健康水平越好，具有捐赠意愿的
可能性越大；拥有的社会保险种类越齐全，居住
房屋质量越好、问题越少，生活满意度和精神健
康状况越好；外来人口越是频繁参与各类社会团
体，特别是娱乐性社会团体，就越容易对生活产
生积极评价，精神状态越健康，并且反馈社会的
动机越强烈；参与宗教组织和团体也有助于外来
人口捐赠意愿的产生；作为城市社会融入的最高
层次，心理融入对外来人口主观生活质量的 3 个
维度都有显著的提升效应。
本研究的政策启示是：应该通过“包容性社
会政策”的建构，推动外来人口全面融入城市社
会以提升其生活质量。所谓“包容性社会政策”，
顾名思义，就是以包容性社会发展为理念，减轻
社会排斥、促进社会包容的社会政策。社会排斥
是阻碍外来人口实现市民化的根本原因，因此，
应当以“包容性社会政策”来应对外来人口在政
治、经济、社会、心理各维度受到的社会排斥，
帮助其更好地融入城市社会并享有高质量的生活。
首先，应当在劳动报酬、社会保险和住房等方面
提供更有针对性的政策和服务，逐步缩小与城市
居民的差距，加大外来人口经济融入的实现力度，
提升外来人口的物质生活水平。其次，要为外来
人口提供更多社团参与机会。一方面针对外来人
口工作、生活的特点，成立各种兴趣团体、技能
提升团体，丰富其业余生活；另一方面有序引导
外来人口参与到本地居民成立的各类团体和组织
中去，扩展外来人口的社会交往网络，使其获得
更丰富的社会支持以实现其更广泛的社会融入。
最后，借用大众传媒等渠道，在全社会营造一种
包容和谐的氛围，帮助城市居民正确认识外来人
口对于城市发展的贡献，消除刻板印象，减少社
会歧视，增强外来人口对城市的归属感和身份自
豪感，最终实现心理层面的社会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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